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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共享经济的到来催生了企业组织一系列的变化。以 Uber 为例，关于其司机到底
属于雇员还是独立承包商的思考不应该仅止步于雇佣关系，其也唤起了针对组

织与组织法变革的重新讨论。从企业理论和组织学的视角来理解公司边界、公
司契约与科层制组织结构的变化有助于我们探明作为组织法的公司法所面临的

外部压力和改进诉求。共享经济以其特有的方式削减了交易成本阻隔在市场中
的壁垒，这对企业签约向市场签约的转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与此同

时，企业组织的内部规范也在逐步适应国家法体系的约束，Uber所提出的调解协
议就是一种例证。组织的变化与组织法变化的耦合，要求在商业实践与组织发
展的张力中重塑公司法，从而提升公司法整体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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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ability Improvement in Company Law under Shared Economy:
A Case Study Based on Uber ＇Organizational Thinking

HAN Wen
(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School，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The coming of the sharing economy gave birth to a series of changes in the enterprise

organization． Taking Uber as an example，the case of American is not only a dispute
of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it also calls for a rediscussion of the chang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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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and organization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 theory and
organization，it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s of corporate boundary，corporate
contract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which can help us to find out the external
pressure on the improvement to the company law． The sharing economy with its
unique way of reducing the transaction cost barriers in the market barriers，change
the enterprise to the market contract signing played a role，but at the same time，the
internal standard of the enterprise organization are gradually adapt to the national law
system constraints，the proposal from Uber is an example of a mediation agreement．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the change of organizational law，the requirements of the
business practices and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tension of the remodeling
company law，thus enhance the overall adaptability of the company law．

Keywords: sharing economy; company law; adaptability; organization theory; autopoiesis

一、问题的起端:共享经济带来的变革
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工业社会自反性现代化”是以一种微不足道的、熟悉的、可取的变

化掩盖了其原本改变社会的程度。例如，雇佣劳动的时间和契约的弹性化打破了工作与非
工作的旧界线，这是一种看似不会引起质变的“具有巨大积累作用的小手段”［1］，而共享经济
( Sharing Economy) 的到来无疑加剧了这一“自反性现代化”的过程。但是我们真的了解这个
已经渗透到生活各个领域的庞然大物吗? 有学者说，比起许多人认为共享经济是一种规范

而言，它更像是另一种形式的市场［2］，果真如此吗? Uber( 优步) 案似乎是一个很好的切入
点①。相比 Uber在中国所面临的“非法营运”问题已经得到了政策层面的解决②。在美国，
它还遭遇了“合作伙伴”的反戈一击: Uber司机到底是 Uber公司的雇员还是所谓的独立承
包商? 司机们认为自己是公司雇员，而 Uber认为这些司机都只是独立承包商，因为他们拥
有控制某些要素的自由:例如工作时间的自由、时间表的自由和行车路线的自由等［3］。但
是司机们的代表律师认为，“Uber控制了他们的就业，建立了他们必须遵守的规则和标准，
并有权决定终止哪些司机( 的服务) ”［4］。美国地方法院的文斯·查布里亚法官认为，这些
司机看上去既不像雇员，也不像独立承包商，他打了一个比方，陪审团就如同一个方钉要

在两个圆孔中做出选择［5］。关于哪些人属于雇员这一问题，每个国家的法律不同，判断标
准也不一样，关于“独立承包商”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虽然在加利福尼亚州和马赛诸
塞州，Uber以赔偿 1 亿美元的方式来达成协议，但这也显示出，整个共享经济都不得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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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2015 年 3 月 11 日，旧金山地方法院的爱德华·陈法官驳回了 Uber公司请求法庭省略庭审径直作速决
判决的动议，根据法院的命令，该案件将由陪审团来裁定。2016 年 1 月 27 日，第九巡回上诉法院驳回
了 Uber公司推迟审判的请求，该案原定于 2016 年 6 月 20 日开审，但在 2016 年 4 月，Uber 公司以赔偿
1 亿美元的方案提出调解协议，司机仍旧保持独立承包商的身份，但是 Uber 公司将在赔偿外做出一系
列政策改变，包括对于司机解约政策将做出重大改变。
2015 年 4 月 7 日，Uber被认定为非法运营，其“专车”车辆也被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开出罚单并暂时扣
押。详见唐清利:《“专车”类共享经济的规制路径》，载《中国法学》，2015 年第 4 期。而 2016 年 7 月 28
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将网约车车辆登
记为“预约出租客运”，网约车的合法身份得以确定。



适应传统的劳动权利［6］。
正如同雇佣问题总能引起对企业性质的新思考一样，Uber 案引发的思考绝不仅仅是雇

佣问题这么简单，斯考特·马斯顿在《企业的法律基础》一文中提出的问题又重回舞台，其中
最为核心的要义是:之所以讨论企业的性质问题，归根结底是为了讨论在雇佣关系中，雇员

与独立签约者是否存在不一样的机制或奖罚条款? 这一问题揭示出公司内部组织与外部市

场交易之间的区别，导致差异的原因是制度模式的激励有所不同。如果管理权力只停留在
对雇员解雇的威胁和是否为雇员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层面之上，那么管理权威与普通市场

交换中的独立交易者并无区别。所以，界分雇佣交易和商业交易最终都要回到制度形式这
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来［7］。正如同彼得·德鲁克所言，员工与公司之间不仅仅是一种简单
的劳资关系或者雇佣关系，而是人和组织的关系、人和工作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集
合［8］。以 Uber案为基础向上回溯，我们发现还有许多更为本质的问题等待我们的回答，首
当其冲的问题是: 以 Uber 为代表的共享经济果真重新定义了公司［9］? 公司的边界改变了
吗? 正如张平教授所言，所有技术变革带来的法律“新”问题的答案，依旧根植于我们对有关
财产、权利、契约、公平与自由的平衡以及人类行为选择模式等基础问题的困惑、探查和回答
中［10］。就雇佣关系而言正在经历一系列由企业签约到市场签约的所谓“由内到外”的改变，
但是与此同时，对于企业组织的规范则发起了一场国家法约束“野蛮生长”的内部规则的所
谓“由外到内”的战争。所以，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在组织的变革中，组织法如何顺应这种
社会和市场的发展? 所以，如何提升公司法的适应性便成为一个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
二、由公司到公司法的变革:基于企业理论的启示
( 一) 重新审视公司的边界

共享经济的出现向我们重新展示了企业的边界如何界定这一问题，之所以说重新是因

为这些问题都在科斯 1937 年的鸿文《企业的性质》中有所提及，那就是“为什么存在组织”和
“为什么所有的生产不是由同一个大企业来完成”［11］。与此相关的是在共享经济中 Uber等
公司为什么不想招募司机为雇员? 他们为什么不把所有的生产要素( 甚至是最核心的生产

要素) 集中起来? 科斯假设企业的显著特征是替代价格机制，而建立企业是有利可图的主要

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企业到底是选择组织雇员生产还是将生产外包取决
于交易成本。科斯认为，公司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公司的内部管理成本与市场
的交易成本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依靠二者的平衡构成公司的边界，按照科斯的理论，如

果企业管理成本高于市场交易成本，则企业就会消失［11］。
威廉姆森也同样表达了对“企业的边界”①这一由来已久的困惑，市场的最大特征是“开

放性的平等结构”，不存在上下级之间的服从与被服从、强制与被强制关系;而企业( 又称一
体化组织或科层组织) 的金字塔型构造决定:下级层次的组织构造和权力分布，依据内部分

工要求由上级决定和安排。强制、指令、规则和监督是企业运作的基本形式［12］。威氏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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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企业边界的研究除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主流范式之外，还有效率学派、势力学派、能力学派和身份学
派等边界理论存在，不同学派对实际的管理决策影响各有侧重，此不累述。详见陈炳亮: 《不同学派的
企业边界理论评析与研究展望》，载《社会科学》，2011 年第 10 期。



正是这些特征决定了企业与市场之间的边界。公司内部治理的科层制成本以及资产专用性
引发的纵向一体化问题［13］便是企业性质的体现。
对于“企业通过行政命令来取代市场”的假设，艾智仁( 一译阿尔钦) 和德姆塞茨并不认

同，因为企业主对于雇员的权力也无法超越市场中的行为，在店主、店员和顾客的例子中，他
们认为，店主对于不遵守纪律的店员也只能通过终止雇佣关系或通过法庭寻求赔偿来“惩
罚”。这与顾客面对店主使用终止未来业务关系或通过法庭寻求赔偿并无二致。或者说，它
道出了企业是取代市场这一观点的“谬误”，而直言“区别在于团队生产过程中的中心合约
人，而不是某种上级指令和纪律约束力。”［14］迈克尔·迪屈奇就认为不能总是声称“公司的
显著特征是对价格机制的取代”［15］，其在系统反驳科斯和威廉姆森的交易规制范式时认为，
企业与市场间的相互替代是基于一种同质化假设，但是企业的某项功能例如作为生产性单

位的功能就是市场本身所无法替代的［16］。但是，不论如何，谁也无法否认企业与市场之间基
于交易成本与契约建立起来的“血缘关系”。从 Uber案不难看出，共享经济正在以其特有的
方式大大削减了交易成本阻隔在市场中的壁垒，对于“费雪车身和通用汽车”所表现出的纵
向一体化经验在共享经济时代似乎也要做出另一番解读。是否科斯一语成谶，我们正在经
历“价格机制”替代“权威”的逆向转变?
( 二) 重新选择契约:一场“由内向外”的转换
如果将市场看做是买卖交易的契约安排，那么企业就是典型的组织内交易或管理交易

的契约安排。从不完备契约的角度出发，认为企业是连接生产过程之间不完备契约所要求
的纵向一体化的结果，一般来讲，在非一体化的企业组织之间，完备的契约是不存在的。在
静态市场条件下，为避免在交易关系的价格条件方面无休止的争论，可以采取两种协调方

法，一是订立长期契约，二是施行纵向一体化。到底采取何种方式来解决不完备契约的问题
是存在争议的，最著名的就莫过于科斯与克莱因的论战。
虽然本杰明·克莱因等人认为其列举“通用汽车收购费雪车身”一案是对科斯企业性质

理论的延伸，但是很显然，科斯并不这样认为，在针对“是否存在‘敲竹杠’问题”和“到底是
使用长期合约还是纵向一体化来解决‘敲竹杠’问题”上，双方展开了长期的论战。虽然论战
以科斯釜底抽薪式的反击结束，但是却留下了关于到底是“市场签约”还是“企业签约”意犹
未尽的思考。
秉持着科斯精神内核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以交易和契约为基础分析单位，认为企业的边

界变化其实是重新选择契约的过程［17］。正如张五常所认为，企业作为一种契约的存在与价
格机制的契约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市场之上，前者属于要素市场，而后者则属于产品市场，所

以，企业不是用“权威”来代替“市场”从而组织资源的配置，而是以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
企业并没有取代市场，从本质上而言，只是“一种契约取代了另一种契约”［18］。我们暂且可
以理解为是一种新契约开始取代过去的契约。而共享经济带来的变化只是催生公司内部合
约向市场合约的转化，或者用交易成本分析法的话说，这类似于一种“制造还是购买”的选
择。以科层制和内部管理为特征的公司正面临着一场颠覆性的运动。就未来发展而言，可
能不是公司雇佣了员工，而是员工使用了公司的公共服务［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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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组织规范的变革:“自外而内”的运动
在 Uber提出的调解协议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便是与司机达成利益与管理两方面的平

衡①，显然，Uber基于之前的法律形势更加谨慎了，其关于“解约”和“仲裁”的条款也明显受
到国家法层面的强大影响，法律成为型塑组织规则的重要力量。在经历了一场“由内向外”
的转换后，公司同时也在面临以国家法为代表的外部规则约束内部规范的考验。
这种影响并非是单向度的。公司组织的变化同样也会引起组织法的变化。克拉克曼认

为，法律的边界更为重要。在“契约网络”之中，公司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为在企业之后的那个
网络提供更为持久的法律支持。制定如何促进市场长期发展的法规实在不易，但这些法律
又是必不可少的。一家成功的互联网平台企业需要认真审慎地平衡各方之间的关系。而与
此同时，一个更大的平衡任务出现，一方面要鼓励公司的成长，另一方面不能损害消费者福

利［20］。轻资产运营的一点要求就是组织法的弱化，减少对组织边界变动的干预。与此同时，
公司对债权人的责任就必须强化［21］。这不仅仅是公司法规则对公司内部规则的渗透，同样
也是共享经济时代下对公司法适应性的新要求。公司本身就是一个疆界不断变化的社群，
当我们感慨“其兴也勃焉”的辉煌之时便该警惕“其亡也忽焉”的不可预测与突然。与其“罪
人”不如“罪己”②，而公司法无疑是实现公司这一组织制度性反思的绝佳载体。
三、公司法的适应性改进:组织理论下的路径思考
( 一) 组织域的重构: 科层制的式微与要素的重新组合

正如哈维所说，虽然组织的特征不可能永远不变，但其中有些主题或者说“过程规律”却
是反复出现的。有限责任、投资权益的自由转让和法人人格等特征在公司的发展中不断强
化，而那些非核心特征: 例如科层制则在慢慢消解或者说面临挑战。19 世纪末开始兴起的
“公司化”运动将科层制推向了全世界，人们开始将公司当成类国家化的组织，罗伯特·罗曼
诺甚至说联邦结构是“美国公司法的精华”。而组织研究领域的形成就是自韦伯、米歇尔斯
分析科层制的著作问世而始。这使得人们对公司深信不疑，公司就是依靠科层制的内部管
理达到减少来自市场交易成本的目的。科层制的兴起让我们对公司产生错觉，认为科层制
是公司的核心性质，公司借助科层制来替代价格机制以实现减少交易成本的目的。但是现
代互联网经济的兴起使得公司的本质特征越发明显清晰，但是其他非核心特征却开始消减。
在组织域的重构过程中，具有“破坏专长的”技术改进导致整个组织群落被全新的组织形态
替代，从已有的公共和私人组织形式中选取不同的要素进行新的组合［22］。虽然现在预言科
层制将退出历史舞台还为时过早，但商业流程的市场外移确实使得科层制的组织方式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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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 Uber提出的调解协议中:除一次性补偿外，Uber 还允许司机在车内贴出醒目标识提醒乘客“小费并
不包含在车费中”;而针对司机的遣散制度标准更为严格，Uber若想遣散司机需要符合特定条件且事先
要给予警告，与此同时还设立了专门的由高评级司机组成的“上诉机构”用以受理被遣散司机的申诉。
如果对内部机构的处理结果不满意还可以申请由独立第三方进行仲裁。详见“Uber will pay $ 100 mil-
lion to settle independent contractor misclassification claims in California and Massachusetts”，http: / /uberlaw-
suit． com /，2016 年 5 月 5 日访问。
语出《左传·庄公十一年》“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此处将“罪己”引申为
自我反思之意。



式微，公司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更难挡大势所趋，组织形式由“金字塔”式的传统科层制向原子
化、个性化的自组织转变［23］。共享经济所带来的颠覆不仅仅是渠道的颠覆，或者线下向线上
的转变，也不仅仅是轻资产运营的业务外包这么简单，而是正在形成一种独特的组织景观。
互联网改变了公司化运动，催生出一种全新的组织形式，柔性组织的方式将取代一部分的科

层制组织，组织的形式主义藩篱正在逐渐拆除。挑战的压力不仅仅及于公司治理层面，还有
制度规范的回应与创新。
( 二) 适应性改进:现代化进程中公司法与社会发展的耦合

商业实践的创新与法律制度的改造何以发生? “创新”对于公司法制度变迁会产生怎
样的影响? 我们需要怎样的公司法以及公司法如何回应客观世界的需要? 前文论及的公

司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既是一个制度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题，涉及到组织法对经济组织形

式变化的回应与适应的诸多问题。公司法是应当坚持守成取向以不变应万变还是及时调
整以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答案显而易见。那么，下一个问题便接踵而来: 如何适应? 以
何种方式适应?

适宜的公司法，这是公司法现代化的目标约束问题。如何进行适应性改进，是公司法现
代化运动的基本目标函数［24］。从对行为目标预设的关注转向对行为结果的关注，从对结果
的关注转向对改造行为本身以及适应性改造过程的关注是公司法需要实现的两个层次的转

化［25］。适应性是在“目标—结果—过程”的三位一体结构中具体展开，一方面，需要做出政
策考量，每一次的公司法修改都是顺应经济发展现实的写照。2014 年开始实施的《公司法》
取消了最低注册资本限额、简化公司登记事项，被视为顺应时代发展之举措。所以，公司法
的适应性旨在适应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国家政策发展的重心。简政放权，增加公司自由度为
共享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支持。正如全国人大代表、小米公司董事长雷军在 2016 年两会
时提交的建议中认为，《公司法》应回归“自由约定”原则①。“自由约定”可行与否，这是一个
时代命题。过度的自由可能导致原本暗藏在公司中的种种风险一触即发。但是迈向自由之
路是大势所趋，“路线图”式的自由回归方案应当渐进式展开。
另一方面，就是公司法权利结构的考量。从法律关系的权利要素看，公司法的任务是按

照公司制度运作的客观规律和特定的社会要求来进行配置的。公司活动中各个主体之间的
关系有待重新整合。首先是公司与监管主体之间的关系。在网约车领域，公司是否需要承
担监管义务? 如果司机的身份定位不属于雇员，网约车平台是否可以以“我只负责提供平
台”来推脱监管责任。事实上，Uber在中国也多次因为处理乘客与司机纠纷不利而深陷舆论
漩涡。还有，诸如:顾客隐私权的保护、反垄断层面的监管等。此类问题涉及到消费者保护
和反垄断等诸多层面，目前对于某些做法是否符合现有的法律框架，是否适用相同的商业惯

例，是否应该发挥同等的规制效果都尚待考察，在共享经济的创新中监管问题所表现出的复

杂性不同以往［26］。其次需要厘清的就是利益相关者问题。如果说雇员作为利益相关者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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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自由约定”原则包括:接受人力资本出资、实现股东间股权比例约定的自由，解决股东自由约定中程序
设定的限制，全面推行优先股、加大股东自由约定空间。同时实行公司章程工商备案制。详见证券时
报网，http: / /kuaixun． stcn． com /2016 /0307 /12614851． shtml，2016 年 4 月 7 日访问。



不争的事实，那么在关系结构错综复杂的今天，Uber司机作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利益相关者
应该以何种姿态参与到公司治理中来? 即便是所谓的“独立承包商”，是否也应该纳入到公
司利益相关者的治理网络之中? 其治理结构与供应商、雇员又存在何种差别? 大多数互联网
平台公司都存在一个评价体系，例如淘宝的星级制度和网约车平台的司机评级。虽然大多
数时候他们都想把他掩饰成一个纯市场化行为，但是难免存在一种导向性，看似纯市场化的

行为背后往往有符合公司利益的制度推手。这也就是为何 Uber 司机主张 Uber 对其存在一
种“控制”的原因。如果将此视为组织目标对利益相关者的最大化利用，那么利益相关者对
于企业可持续性治理的诉求又当如何实现! 人力资产专用性的减弱也必将带来雇佣稳定性

的弱化。现代公司解决前述所谓“敲竹杠”问题的方法也完全可以以治理结构来代替纵向一
体化，由此推知，治理结构也应适应共享经济下的雇佣政策。所谓“雇员”与“独立承包商”
之争，其实质是司机与 Uber 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这一点，需要更具适应性的治理结构给
予制衡。很显然，Uber做的还远远不够。类似委员会性质的“遣散上诉机构”只能保证个体
部分权益，却无法在制定政策时施加影响，此时，给予司机群体董事席位则成为一个不得不

去面对的问题。以公司治理结构来适应共享经济对组织域中各方关系的冲击无疑是成本最
低、最有可能实现的理想方案。当然，阻力也颇为巨大。企业是一个社会组织，必须承担起
整合社会成员的责任，事实证明，此类利益相关者的治理更亟待完善。
彼得·德鲁克认为，社会的正常运行涉及三个最基本条件，即每个人有明确的社会地

位，并拥有正当的社会权力，按照整体目标发挥社会功能。社会视企业为社区，形成社会、企
业和个人三位一体的新社会基本结构。Uber为劳动者所带来的自由是信奉科层制管理的组
织所不能给予的，工业人社会的辉煌与组织架构似乎已经成了过去式。如今，因为收入等问
题的制约，社会、单位( 组织) 、个人之间三位一体的新社会结构面临严峻挑战，社会越趋扁平
化，组织的传统作用逐渐弱化，而其中介性和平台性则更为凸显，在这一进程中，强调公司法

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契合与其说是共享经济的要求，不如说是公司法一以贯之的目标愿景。
( 三) “自创生”逻辑的嵌入:公司法适应性改进的路径思考
人们把工业组织的晚近史看做一个“盲目的”进化过程:变化、选择和稳定化的机制的非

协调互动。这等于承认，这种变化和选择的过程是由非法律要素实现的，而法律似乎在决定
性的阶段是极少能够成为促进进化过程的推动、革新的力量［27］。公司法所要达成的适应性
改进不仅仅是为了达到制度的供需平衡，为组织框架提供一堆“辅料”，而且是，也必须是一
种系统化的推动力。
正如马克·J·洛所认为的那样，企业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他们的组织结构具有适应

性，足以解决治理结构所产生的问题。然而，并没有一种解决方式是堪称完美的，但是每一
种适应性变化都有助于改进企业的组织能力［28］。强化私人方向的回应力模型、分解和净化
公司法的功能、设计妥当的利益结构和回应机制［29］，这固然是公司法改进的理想图景。但公
司制度的发展和变化从来都不是按法学家或立法者的逻辑展开，而是由商人对利益的追求

来驱动［30］。确实存在一些这样的关键时刻，强大的环境压力淘汰了不适应的组织和制度，但
新的组织与制度却也生机勃勃地成长，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双重股权结构、表决权信托
发展迅猛，但“一股一权”的传统组织结构俨然桎梏，而组织法亦是“帮凶”。法律“通过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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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来对社会进行调节”［31］。在组织自身不断遭遇自身环境挑战时，与之休戚相关的组织
法亦然。法律同样也需要进化，但它立足的是进化的机制而不是其方向。所谓进化机制是
指变化、选择和保持机制的内在化，并且使它们服从于法律自创生的逻辑。需要注意的一点
是，卢曼所谓系统要素的自我生产，考虑到其持续性，“自创生”被看作一个递归的“封闭系
统”，但同时也应注意到这种递归的、自我指涉的操作预设了环境，若想实现自我观察，就必
须使自己呈现于环境之中［32］，在这个意义上，“自创生”又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开放系
统”［33］。组织既是一个追求特定目标的高度正式化集体，也是受冲突或共识推进的自寻生
存的社会系统，还是根植于更大环境下的不同利益参与者之间的结盟活动［22］。这些特征意
味着一部组织法若想达成组织的目标就必须将自己打造成一个理性、自然与开放的系统，在
公司这类组织“重新组织它自己”［27］的时刻，公司法也在完成一个“自反身”( self-reflex-
ive) ［34］的过程，通过法律上相关的操作从而实现自我生产并在这一过程赋予系统自身的统
一［35］，这既是公司法自我观察、自我构成和自我再生产的自创生逻辑，同时也是在组织理论
的发展中提升公司法适应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结语

“各行各业的颠覆者都在重塑公司经营方式，虽不太明显但却同样重要的是，它们也正
在重新定义公司本身。”［9］正如《无边界组织》一书的序言中所说，组织不再能选择通过建立
组织壁垒的方式获得成功，而是更需要形成开放与合作的组织结构，让外界容易纳入，或者

让自己的组织更具弹性［36］。与此同时，组织法的发展也不例外。作为组织法典型代表的公
司法，在其发展过程之中，需要不断面对公司边界、契约与组织结构的变革，同时在变革中维
持公司治理相关方之间的权利和利益的均衡［37］，以适应性的姿态融入其中，在不断适应的过

程中，唯有敢于试错才是制度走向理性的必经之路。曼纽尔·卡斯特在其著名的信息时代
三部曲中详尽分析了网络社会的崛起，并在结语中坦言: 由于历史演变与技术变迁的汇聚，

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互动和社会组织的纯文化模式之中［38］。在这种经济与社会、组织与规则
的互动中细细想来，或许，共享经济本来要重塑的就不止是组织本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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